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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 

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 

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 

实践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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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朱熹的《四书》学全面理解并等同 

于一种“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事实上 ，无论是从《四 

书》的文本意义，还是从朱熹《四书》学诠释的目的 

来看，将《四书》学理解为儒者立志于成就为内圣外 

王的一整套工夫论，确是具有充分理由的。 

朱熹一直强调，“第一义”的儒者学问，应该是 

来之于个体自我的身心实践，他说：“学问，就自家 

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 ，那读书底 已是第二义。” 

[1]如何理解这个“第二义”呢?我们认为，“第一 

义”与“第二义”并不是重要程度的排序，而是“本 

原义”与“派生义”的关系表述。那么，作为“第二 

义”的读书，是依托在“第一义”的自家身心实践基 

础之上的，故而朱熹又强调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 

上求理义 ，须反来就 自家身上推究。”[1](卷 10)我 

们似乎可以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所要复兴的 

儒学，最关键的并不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儒学知识 

形态，即以一种道德义理之学去取代汉唐的章句 

训诂之学；而是在努力恢复先秦儒者那种“第一 

义”的学问，即要复兴儒学的人文关怀与实践品 

格，努力在修己治人的身心实践中建立一个“天下 

有道”的理想世界。所以他感叹“秦汉以后无人说 

到此 ，亦只是一 向去书册上求，不就 自家身上理 

会”。[1](卷10)朱熹所要恢复、建立的这一套能够 

从“自家身上”推究的学问，就不会是一种与现世 

实践相隔离的语文知识和历史知识 ，而是一种与 

生活日用联为一体的实践工夫论。 

问题是，《四书》学本来就是一种经学的学术 

形态，经学是由体现为历史文献的原典及其历代 

儒者的训释系统构成的。对历代的儒家学者而 

言，经学包括了文献版本 、文字训诂以及历史 、哲 

学、政治、伦理等多种学问构成的知识体系。这些 

学问知识如何能够转化成 日用伦常的实践工夫? 

朱熹要求“就自家身上推究”的《四书》学又如何将 

“知”转化为“行”?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原典本身， 

也就是要还原朱熹所反复强调的原典的学术特征 

与文化精神。因为朱熹认为，儒家学者所诠释的 

《四书》学所以能够转化成生活日用的实践工夫，其 

根本原因就在于《四书》原本就是圣人修身工夫与 

实践历程的记录。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圣先 

贤均是终生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这 

种修身实践中获得许多的感悟与体会，圣贤及其生 

徒们将这些感悟、体认总结记录下来，就成为后代 

儒者们所读到的儒家经典《四书》。因此，《四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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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践工夫的记 录而不是一种知识推理 的体系。 

黄俊杰先生认为：“所谓‘工夫’，就是指这种道德心 

在具体情境中的展开过程，而不是一种客观而抽象 

的推理过程，因此 ，严格地说 ，古代儒家并没有提出 
一 套作为方法论意义的‘工夫论’。古代儒家强调 

人要随时随地 自我提升，在这种‘工夫’实践完成之 

后 ，才会有对这种 ‘工夫 ’境界的体认与描述。”[2] 

(P412)先秦儒家圣贤们的“体认与描述”就成为儒家 

经典的《四书》，它们记录了古代圣贤的修己治人工 

夫的体认。朱熹就经常强调《四书》本身的工夫论 

特征，他在多个地方反复说：“《论语》之书，无非操 

存、涵养之要；《七篇》之书，莫非体验、扩充之端。” 

[1](卷19)因此，朱熹认为，后来的儒者在阅读、训释 

孔、孟留下来的儒家经典时，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 

获得一种与经典文献相关的知识 ，而是要从先圣先 

贤的实践工夫中获得启示，寻求自我身心实践的方 

法与手段。也就是说 ，《四书》留下了孔孟等圣贤修 

己治人的实践工夫记录，而朱熹等通过诠释《四书》 

而建立的《四书》学体系则只是阐发、完善这套工夫 

论体系。朱熹在《四书》的诠释方法方面反复强调 

“从自家身上理会”、“从自家身上推究”等体验—— 

实践的诠释方法，并将其称之为“第一义”的方法， 

就是希望先圣先贤留下的这一套成德工夫能够继 

续为后来的儒家学者所践履。 

朱熹在讨论《四书》的大义、在阐发圣人教人 

的根本宗旨时，总是要强调“做事”、“行”的“第一 

义”。譬如，他在为被视之为“入德之门”的《大学 

章句》作序时说：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 

目之详又如此 ，而其所以为教 。则又 皆本之人君躬行 

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 

人无不学。[3](大学章句·序) 

他还对学生们强调《四书》的工夫论特质、实践性 

品格 ： 

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须是策动此心。 

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1](卷8) 

由于儒家所教者不过是修己治人之术，它们来之 

于“人君躬行心得之馀”，求之于“民生日用彝伦” 

之中，因此，学者们在学习儒家经典、倾听圣贤的 

谆谆告诫之时，必须懂得他们所学的“知”是来之 

于“行”，最终又要归之于“行”的。圣贤千言万语 

所表达的，其实就是人们必须践行的“事”，所以学 

者们应牢牢记住“策动此心”去做事。 

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朱熹对独立 

性知识体系的探求?他一生探讨学问 ，广泛涉及 

经学 、佛学、道学、史学、文学 、天文、地理等各门学 

说 ，特别是他建构了一个包括太极、阴阳、理、气、 

天命之性、气质之性、道心、人心等抽象范畴的庞 

大知识体系 ，它们显然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概念化 

知识体系，与“行”、“做事”的实践工夫并没有直接 

的关联。确实，朱熹不仅是一个策动人们奋发去 

做的道学家 ，也是一位有着广泛知识兴趣的学问 

家。但是 ，朱熹本人总是不断强调，一切学问均应 

与自己的身心实践有关联，而不是某种脱离 自己 

身心实践的外在知识，他说 ： 

学问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学问，则是欠阙了自 

家底；知学问，则方无所欠阙。今人把学问来做外面 

添底事看了。[1](卷8) 

他强调学问与“自家合做底”的生活实践之间不可 

分离的关系，可见在他眼中并无完全独立的知识。 

就是最为明清儒家学者所批评的无极太极、理气、 

心性的空谈，其实均是有强烈的实践诉求的。朱熹 

确是建构了一个十分抽象、庞大的宇宙论知识体 

系。但是，朱熹所探讨、论述的宇宙自然并不是一 

个独立于人的外在存在，那个推动宇宙化生、自然 

演进的太极、天理，总是完满地体现在道德实践者 

的本性、本心之中。那个 由太极与阴阳、理与气构 

造的概念世界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知识体系，而是一 

个与实践主体息息相关的“实践知识”，因为儒家的 

宇宙世界从来就是由人类“参天地，赞化育”的生生 

不息的过程。那么，一切有关太极阴阳、理气、天命 

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的论述与描绘，均是 

为使实践的人在参赞天地化育的过程中获得实践 

目的、操作程序的理论依据。譬如，天理是纯静的 

本体，于是，人的实践工夫也应该是“持敬以静为 

主”[1](卷9)；天理拥有对天地自然的主宰性 ，同样 ， 

那包含着天理的人心同样对天地万物具有主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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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那“位天地，育万物”的宇宙之理，其实也是 

“圣门日用工夫”的实践之理，朱熹说： 

圣门日用工夫，甚觉浅近。然推之理，无有不 

包，无有不贯，及其充广，可与天地同其广大。故为 

圣，为贤，位天地，育万物，只此一理而已。[1](卷8) 

可见，那表面上十分高远、抽象的天理，却是存在 

于同样十分浅近、具体的日用工夫之中，是一种可 

做可行的操作方法、活动程式，“道”与“术”应该是 
一 体的。 

因此，朱熹以毕生精力研究《四书》，完成了 

这种新时期的经学形态——《四书》学，而他所建 

构的《四书》学则正是这样一整套修己治人的儒 

术，至于其中广泛讨论的理气、心性等问题，其实 

只是为日用工夫提供文本依据与精神意义。我们 

可以就此问题对《四书》的主旨与朱熹的诠释意义 

作进一步的分析。 

《大学》是朱熹列入《四书》之首的经典，其理 

由他曾多次强调： 

是以是书(指《大学》)之规模虽大，然其首尾该 

备，而纲领可寻，节目分明，而工夫有序，无非切于学 

者之日用。[3](大学·或问上) 

《大学》是修 己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 

先打个地盘。[1](卷 14) 

《大学》所以被列为学问之先，视为“修身治人底规 

模”，是因为它提出了为学工夫的八 目，即格物、致 

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 

《大学章句序》中将其称之为“教人之法”、“教之之 

术”、“修己治人之方”等等，总之，《大学》列入《四 

书》之首是因为它完整、系统地展示了儒术的纲 

目，是儒家工夫论的序列与体系。至于其他儒家 

经典所列的工夫论，均可分别纳入到这个序列、体 

系之中，朱熹明确说： 

《大学》是为学纲领。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 

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 

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 

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1](卷 14) 

这样一部为学纲领的书，也就是指导儒家学者生活 

实践的“行程”。所以，朱熹亦常常称《大学》为“行 

程”，认为其主要目的是指导学者的践行，他说： 

“《大学》如一部行程历，皆有节次。今人看了，须是 

行去。今日行得到何处，明日行得到何处，方可渐 

到那田地。”[1](卷14)朱熹在诠释《大学》时，对这部 

“行程”的每个具体的节目、工夫均作了系统的阐 

述，成为表达“儒术”、指导儒者践行的方法和手段。 

朱熹将《论语》、《孟子》两书列之于《大学》之 

后，这种编排亦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考虑。他认为 

《论语》、《孟子》也是两部教人做工夫的经典，可以 

将其所述工夫纳入到《大学》的框架、纲领中去。 

朱熹说：“《论语》、《孟子》都是《大学》中肉菜，先后 

浅深，参差互见。若不把《大学》做个匡壳子，卒亦 

未易看得。”[1](卷19)朱熹经常与弟子讨论《论 

语》、《孟子》的各自特色与差别，这种种特色、差别 

也正是工夫论意义的，他说 ： 

《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书， 

莫非体验 、扩充之端。盖孔子大概使人优游餍饫 ，涵 

泳讽味 ；孟子大概是要人探 索力讨 ，反 己自求。故伊 

川日：“孔子甸甸是 自然。孟子甸甸是事实。”亦此意 

也。如《论语》所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出门 

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非礼 勿视 听言动”之 类， 

皆是存养的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养性，孺子入 

井之心，四端之发，若火始燃、泉始达之类，皆是要体 

认得这心性下落，扩而充之。[1](卷19) 

朱熹认为《论语》、《孟子》所教者均是如何做修己 

治人的工夫 ，但两者的特色、差异是工夫的侧重点 

不同，也就是朱子 的学生所概括的，“孔子教人就 

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1](卷19) 

在《朱子语类》卷十九的《论孟纲领》中，有朱熹与 

其弟子讨论《论语》、《孟子》之纲领的大量言论，这 

些言论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论语》、《孟子》所讲 

的工夫论的特色和差异。譬如“孔子教人只从中 

间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则 自能知向上底道理， 

所谓‘下学上达 ’也。孟子始终都举，先要人识心 

性著落，却下功夫做去”。[1](卷19)这都体现朱熹 

集注《论语》、《孟子》的工夫论学术特色。 

《中庸章句》一书的工夫论特点更加鲜明。首 

先，《中庸》一书亦如《论语》、《孟子》一样，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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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夫论的体现与深入。朱熹将《中庸》所谈的 

种种工夫均纳入到《大学》修己治人的八大纲目中 

去，他说：“如读《中庸》求义理，只是致知功夫；如 

慎独修省，亦只是诚意。”[1](g-19)可见，《中庸》的 

工夫论也被纳入到儒学“修 己治人之术”的大框架 

之中。当然，《中庸》一书提出了更加多样化、系统 

化的修身工夫论，这些工夫论成为朱熹等宋儒反 

复探讨、躬行实践的对象。譬如被称之为“为学之 

序”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作为“修道凝德之大端”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致 

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等等。这些 

修身工夫论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规定、涵义，但 

是，它们亦均可纳入到《大学》的工夫论体系之中。 

如学问思辨、道问学等均属格物致知工夫 ，而行、 

尊德性则均属正心诚意的工夫。 

当然，《中庸》一书还有更加精深的一面，就是 

将工夫提升为本体。本来，《中庸》一书的篇名、学 

术宗旨就是工夫论。《中庸》之“中”本来就不是一 

种关于外部世界的对象性知识，而是对实践主体的 

人如何把握行为之“度”、“宜”的运作技艺。主体的 

人必须在生活实践的“过”与“不及”的两端中寻求 

适度、合宜的行为方式，它被称之为“中”。[4]从子 

思开始，到程朱对《中庸》的诠释，均使得工夫论意 

义的“中”形而上化。从子思的“中也者 ，天下之大 

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到朱熹将“中和”诠 

释为天理、天道，他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 

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之谓，天下古今 

之所共由，道之用也。”[3】(中庸章句·第一章)而这个 

被称之为“天下之大本”、“天理”的“中”，其本来意 

义、思想来源从来就是主体实践活动中所要达到合 

宜的行为方式或操作技艺，也是孔子所传授、子思 

在《中庸》一书中表述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所以，尽管朱熹从天理论的角度对《中庸》作了许多 

形上本体论的诠释，但他始终强调这一点，即《中 

庸》所传授的儒家的“心法”，他说：“此篇乃孔门传 

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 

子。”[3](中庸章句·第一章)所谓“心法”，亦相当于“心 

术”，即一种精神修炼的技艺或工夫。 

可见，《中庸》一书所以能够从《礼记》中列出， 

成为《四书》之一，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所具的工夫 

论特色，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它成功地将工夫与本体 

结合起来。“允执厥中”能够从一种工夫上升为“天 

理”的本体，也正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四 

书》学的真正学术主旨是修己治人的工夫论，天理 

的本体论来之于生活实践的日用工夫的把握，同时 

它最终仍须回归到生活实践的工夫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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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l"Books Learing of Zhu Xi and His Confucian “Gong Fu”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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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holds the opinion that“The Four Books”Learing is in fact whole theory of confucian‘‘Gong 

Fu’’concerning one’S cuhivation both in mind and in behavior．We know from both the original meaning ang Zhu 

Xi’S annotation of“The Four Books”that“Th e Four Books”actually adhere to the first principle of Confucianism 

— —

Practice(mental and physica1)，and construct a system of confucian Gong Fu theory which concerns how to 

achieve the sages’mind and the sovereigns’achievements．Th e Systematization of Zhu Xi’S philosophy-- Four Books 

Learning adequntely Manifests the Practical Charateristics of Chinese Knowledge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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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曙光) 


